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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运河区域茶的分布及其商品化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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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区域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、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，众多的人口、兴盛的
市场、生活的丰富，刺激了茶的种植、贩运与销售，茶成为了运河区域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。而饮茶之风
的盛行又刺激了茶的商品化与市场化，大量茶馆、茶棚、茶庵纷纷设立于城市与乡村，并与信仰文化、慈善
文化、民俗文化相结合，成为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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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两朝京杭大运河贯通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等地，成为了商品交流、文化沟通的重

要廊道。在运河沿线区域社会，过去自给自足、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受到了剧烈冲击，南北各地商人、客

货云集运河沿线，刺激了当地市镇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，其中沿河百姓逐渐改变过去的农业种植结构，粮

食占比降低，而茶叶、棉花、花生、烟草的种植规模逐渐扩大，这充分体现了大运河对沿线生产结构、经济

发展、消费习惯、民众生活的重大影响。其中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，其分布

区域、种植数量、商业化程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，而茶税也成为了与盐税、地丁银、钞关税同等重要的国

家财政重要来源之一，在维持与巩固明清王朝统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运河区域的茶以水路运输为主，同

时辅以官道，除向北京、天津、临清、济宁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著名码头与商埠集聚外，还辐射至运河沿

线的市镇、乡村，形成了星罗棋布的茶叶市场与销售网点，而茶馆、茶铺、茶庵更是不计其数，广布于运河

区域，茶文化逐渐融入到运河文化之中，同时与社会慈善、民间信仰、民众习俗相结合，成为了运河区域民

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 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》中指出，要加强对

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等重要农业遗产资源的监督管理、展览展示和宣传推介力度，“指导各地对

农业文化遗产普查成果项目进行文化、生态、科研、景观和社会等价值挖掘，促进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，推

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”，可见茶文化属运河区域农耕文化、商业文化、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

组成部分，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一、运河区域茶的分布与种类

茶的种植与饮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植茶、饮茶的记载，隋唐宋时期饮茶之

风盛行，形成了植茶片区与专业性茶叶市场，唐代陆羽的 《茶经》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茶文化的兴盛，其内

容涉及茶的起源、生产、器具诸方面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茶叶专著。明清时期，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

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茶叶运输更为便利，茶叶交易数量庞大，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益提升，而饮茶人

员的增多，又刺激了茶的种植与销售，进一步加快了茶的流通与商品化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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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两朝运河区域茶的种植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，与气候、土壤、降水、光照、种植结构等因素密切

相关，受自然、社会两方面的影响。但总体看来看，以长江为界，江北地区虽有北京、天津、临清、济宁、

扬州等较大规模的茶叶消费市场，在全国茶叶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但茶的种植区域较小、产量较低、知

名品牌几乎没有，且多以野茶为主，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植茶片区，本区域茶的商品化程度不高，对民众的

增收效果不明显，无法与烟草、棉花、花生等经济作物相提并论。而长江以南运河区域，除有适合种植茶

的自然条件外，而且民众种茶、植茶意愿强烈，无论是茶叶的种植范围，还是种类、产量都远超江北运河区

域，茶作为经济作物在民众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，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
江北运河区域是指长江以北的里运河、中运河、会通河、南运河、北运河、通惠河沿线区域，主要包括

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以及江苏部分地区，这一区域内人工茶的种植很少，基本没有成规模的茶叶片区，

即便有少量茶叶的产出，也基本以野生茶为主，这些野生茶多生长于高山悬崖，不但无法保证产量，而且

不易采集，在茶叶市场上影响力不大。明清北京作为国家都城，是一座消费性城市，茶店、茶铺数量众多，

当地人几乎每天都饮茶，茶的消费量巨大，但北京基本只作为消费市场，茶的种植不见诸于史料。天津作

为运河、海港交汇城市，茶多沿水路而来，或以天津为中转枢纽销往北京及内陆省份，或销往海外，城市之

中茶叶商人云集，茶铺、茶店数量众多。但天津也没有人工茶的种植，只有所谓的各类野茶，这些野茶分

布于天津所辖各州县，产量不高，如静海县有野茶，“俗名茶叶科，叶如柳，赤茎，高尺许。近日京津各茶

商买此糁次茶销售，惜无人种植，故出产不多”①。静海还有名桃奴者，“桃奴，即经冬不落者谓之桃奴，开

花前数日采之，当茶极香”②，其他菊花茶、槐花茶也有少量，但均未普遍种植。青县有草茶，“茶叶科所

制，以其叶蒸熟，搓之为卷，曝干即成茶”③，销往北京、天津等地。河北运河主要流经沧州、泊头、景县、

东光、吴桥等地，为漕粮、食盐、茶叶运输要道，所输茶主要来自于江南，本土所产极少，且多以野茶为主，

如景县有茶 “为多年生草，根入地甚深，盘结如拳大，拔之复生，为田家害。惟可制为茶，茶商坐庄收买，

杂真茶内售之”④，实为野生草本植物的一种。山东运河沿线商业市镇非常发达，有临清、济宁两大茶叶市

场，对于华北茶的调控与分配有着很大作用，甚至远销口外之地。山东本土茶多分布于沿河山岭之地，如

费县有蒙山茶，“出自费县蒙山之巅，上接云雾，下附岩石，状似苔藓，色白，黑似石衣，其味清香，前苦后

甘，生津止渴，宁咳化痰，回味尤良”⑤，蒙山茶为野生茶，且生长于悬崖峭壁之处，无法大规模人工种植，

因此产量极少，价格高昂。峄县西有马头山，“有草焉，叶圆味馨，可饮，土人以代茶，不知其名也”⑥，为

当地特产之一。泰山为五岳之首，其山产野茶种类甚多，“薄产岩谷间，山僧间有之，而城市则无也。山人

采青桐芽，曰女儿茶。泉崖阴趾茁如波薐者曰仙人茶，皆清香异南茗。黄苓芽时为茶，亦佳，松苔尤妙”

⑦。江苏长江以北运河区域城市有徐州、宿迁、淮安、扬州等，这些城市虽是全国重要的茶叶交易市场，但

本土茶的种类、产量也不是很多，仅稍高于山东、河北等地。宿迁宿城山上有悟正庵，“庵多茶树，东海茶

以此地为最，风味不减武彝也，其名曰云雾茶”⑧，每年产茶一二百斤，在宿迁当地享有盛名。淮安有黄凉

茶，以楷树芽为之。扬州蜀冈旧有茶园，其味如蒙顶茶，用于上贡，不过至明清时已无种植，本地茶知名者

少。明清两朝，江北运河区域因受气候条件、土壤环境、种植结构的影响，茶叶种类较少，且多为野生茶，

不但产量较低，而且几乎未有人工种植者，在全国茶叶市场的影响力较小。

江南运河区域城市包括江苏省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四市及浙江省嘉兴、杭州二市，这些城市均位于

亚热带地区，其气候、降水、土壤特别适宜茶的种植与生长，无论是茶的分布、种类，还是产量、商品化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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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都远超江北地区，是全国茶叶重要的种植、销售区域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销一体产业模式。据 《茶

史》载，“唐宋时产茶之地与所标之名称为昔日之佳品，今则吴中之虎丘、天池、伏龙，新安之松萝、阳羡之

罗岕、杭州之龙井、武夷之云雾，皆足珍赏，而虎丘、松萝真者尤异他产，至于采造昔以蒸碾为工，今以炒

制为工”①，可见苏州虎丘茶、杭州龙井茶属全国名茶，具有显赫的地位，形成了品牌优势与较大的社会影

响力。其中虎丘茶极负盛名，“虎丘、天池茶，今为海内第一”②，“最号精绝，为天下冠”③，知名度在诸茶

中独树一帜、遥遥领先。除此之外，苏州还有其他茶种，“茶以苏州碧螺春为上，不易得”④，所属吴县 “西

山产茶，谷雨前采焙极细者，贩于市，争先腾价，以雨前为贵也”⑤。杭州早在南宋时就已有白云茶、香林

茶、宝云茶等名茶，后世不断改良，形成了明清时期的龙井茶，据 《研经室集》载，“茗花，浙茶最多，杭州

诸山所产皆名龙井，茶高三四尺，枝叶甚繁，秋末冬初，叶老开花如梅，五瓣、淡绿色”⑥，指出龙井茶为杭

州所产诸茶的代称。《随园食单》则认为龙井茶为杭州山茶之最，其存储、烹煮方法为，“清明前者号莲心，

太觉味淡，以多用为妙；雨前最好，一旗一枪，绿如碧玉。收法须用小纸包，每包四两，放石灰坛中，过十

日则换石灰，上用纸盖扎住，否则气出而色味又变矣。烹时用武火，用穿心罐，一滚便泡，滚久则水味变

矣”⑦。除虎丘、龙井茶外，洞庭东山茶、常州阳羡茶也为明清名茶，如 “茶出洞庭包山者名剔目，俗名细

茶，出东山者品最上，名片茶，制精者价倍于松萝”⑧，常州 “洪武十年岁贡芽茶四十斤，岁进芽茶一万三

千斤”⑨，两地所产之茶不但价格昂贵，而且作为上贡之物，送往京城，供皇室及官员饮用。其他无锡本山

茶、丹徒云雾茶、句容乾茶、湖州紫笋茶，在运河沿线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。江南运河区域茶叶种类数量

众多，产量较高，且商品属性很强，有着大量的种植者与销售人群，巨额茶叶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、长江、

淮河、卫河等水道及大路官道销往全国各地，影响力非常之大，形成了很高的品牌价值。

总体来看，明清时期运河沿线茶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，与自然、社会诸因素关系密切，这种情

况的出现既体现了茶的种植与市场并非完全一致，同时也反映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往往受自然、社会条件的

制约。通过对相关资料分析研究可以得知，明清江北运河区域茶叶种类较少，产量不高，品牌价值不大，

且野生茶占有较大比例，茶的商品化程度不如江南地区，主要在本省或附近省份销售，没有形成全国性的

茶叶品牌。而江南地区茶的种植呈普遍化趋势，民众有着悠久的植茶传统，有着熟练的植茶技术，因此茶

的分布地域广泛，茶叶产量很高，并且形成了诸多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，受到了不同阶层人群的

欢迎，成为了市场上的紧俏产品，对运河沿线的茶叶市场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二、运河区域茶的商品化与市场

明清时期运河区域茶的种植、产量虽然在江北、江南地区差异很大，但茶叶市场在运河沿线的分布却

较为均衡，主要集中于北京、天津、临清、济宁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著名码头与商埠，这些运河城市不但

人口众多、商贾辐辏，而且商业发达、文化兴盛，市民收入较高，对物质、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，有适

合茶叶大量销售的市场与人群。通过便利的水运交通，全国各地的茶商、茶叶源源不断的汇聚于这些运河

商埠，或于此中转，或设铺经营，形成了东部运河沿线茶叶贸易带与市场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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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运河区域的茶叶市场主要集中于沿河大城市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城市交通便利、水运发达，运输

茶的成本较低、利润较高，而且人口众多、消费水平高，大量茶叶通过运河由南而北转运而来。北京作为

明清都城，集中了皇室、官宦、商贾、百姓等诸多消费人群，对茶的需求量很大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茶商纷

纷前来销售与经营，刺激了茶馆、茶肆的广泛设立，成为了不同群体情感交流、讯息互动的重要公共空间，

如 “大通桥西堧旧有茶肆，乃一老卒所辟，并河有廊，颇具临流之胜，秋日苇花瑟瑟，令人生江湖之思”①，

“燕京通衢之中，必有茶馆数处，盖旗人晨起，盥漱后则饮茶，富贵者则在家中，闲散者多赴茶馆”②，大量

的饮茶群体促进了北京茶叶市场的兴旺，不但每天茶叶交易量巨大，而且形成了丰富的茶文化，不断影响

着民众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了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明清天津为河海港口，交通非常发达，茶路来源广

泛，除诸茶商设铺经营外，清末更成为了茶叶外销的重要码头，“俄商来天津贸易，携带皮货等物皆中国所

自有，牟利甚微，窥其意不在求售土货，以购买茶叶为主，彼国之嗜茶叶，每日必不可间缺……今俄人自来

天津购买，捆载北还，既入其手，而欲于出口时分别放留必多支节，天津茶商大小不一，皆与俄人自相交

易，散漫无可稽查”③，可见天津为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港口，茶叶市场极为发达。山东临清、济宁为华北

重要茶叶转运枢纽，临清卫河西岸至州城土墙之间的狭长地带不但集聚了大量的粮店、棉花市，而且 “本

区的另一特点为茶叶店集中，大者二十八家，小者不计，南方茶船到临清，皆靠卫河西码头”④。临清茶主

要来自于江苏、安徽、福建等地，品种有天池、松萝等，在诸茶商中，尤以山西商人的边茶转运贸易最为兴

盛，茶船至临清后，或水或陆，输往北部边地，用于茶马贸易。康熙年间山西茶叶巨商韩四维曾捐资于临

清卫河西岸建大王庙一座，规模宏大，以便于神灵祭祀、商业交流。济宁为另一运河名埠，其商业繁华程

度不亚于临清，济宁通过运河与江南苏州、无锡、杭州相通，商业交流极为便利，大量江淮、江南茶叶源源

不断的输往济宁，存贮于运河两岸的茶店之中，分售于济南、天津及附近州县。城中更是茶楼、茶馆林立，

龙井、旗枪、碧螺春、猴魁、毛峰、蒙顶、银针、茉莉各色茶均有，价格差别很大，适合不同的人群消费。

江南运河区域茶叶贸易较江北地区更为兴盛与繁荣，除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大城市外，甚至中等城市

或一般市镇也有茶叶市场的存在，茶叶的商品化程度更高，市场层级更为复杂。清代扬州茶肆甲天下，茶

的消费量巨大，清代小说 《连城璧》里世芳通过贩卖稻子囤积金钱后，为使钱生钱，进一步增加利润，“又

在扬州买了一宗岕茶，装到京师去卖，京师一向只吃松萝，不吃岕茶的，那一年疫病大作，发热口干的人吃

了岕茶即便止渴，世芳的茶叶竟当了药卖，不上数月又是一本十利”⑤，岕茶产于浙江长兴县罗岕山，通过

运河聚于扬州，并以扬州为码头行销四方。清末民初扬州茶叶市场异常繁盛，“茶叶岁销银币约五十万，扬

州风俗，素喜饮茶，以举家日用计之，亦为大费”⑥，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是扬州重要的外

销产品之一。苏州自古繁华，民众饮茶之风历史悠久，茶叶消费量巨大，为附近数省茶叶贸易中枢城市，

《三湘从事录》载清顺治初年，流落民间的明定王朱慈焕与湖广人陈砥流因生活艰难，借银二十两于安徽芜

湖买细茶一宗，“同徽客汪礼仙往苏州，卖与常州人杨秀甫，吴中虎丘相识。茶卖毕，同到常州”⑦，可见苏

州为江淮诸茶商的重要集聚地，大量商人将茶贩运至苏州后，或卖于苏州茶商，或利用苏州便利的运河交

通，或北上，或南下，销往全国各地。虎丘为苏州名胜，该地商贾辐辏、游人众多，各种茶店、茶铺林立，

“阊门外山塘桥，到虎丘只得七里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，过了半塘桥，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，俱是靠着

虎丘山养活……一班老白赏却也闲淡得委实无聊，聚在山塘一带所在，或虎丘二山门下茶馆上、古董摊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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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②朱世英等：《中国茶文化大辞典》，上海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３５８页，第３５９页。

③葛士浚：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１９７２年，第８２页。

④许檀：《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》，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２期。

⑤李渔：《连城璧》，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２０１８年，第１０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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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蒙正发：《三湘从事录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３６页。



⑧。苏州市场之茶，除外来者外，本地虎丘、天池二茶闻名天下，也占相当比例，“虎丘茶价重当时，真假从

来不易知，只说本山其实妙，原来仍旧是天池”②，甚至二茶色味俱似，很难辨别，“土人以茶为业，隙地种

遍”③ ，成为了当地民众增收的重要手段。杭州为浙江最大茶市，也是安徽、福建等省茶叶沿运河北上的

重要转运枢纽，杭州人善饮茶，“杭州自古煎茶地，桂子香中得见无”④，有诗曰：“江南好，茶馆客分棚”⑤

。明前期杭州虽已有专供茶事的茶博士，但无茶坊、茶馆，嘉靖中期后，“有李氏者，忽开茶坊，饮客云集，

获利甚厚，远近仿之，旬日之间，开茶坊者五十余所”⑥，受李氏的刺激，大量民众纷纷效仿，开设茶铺，进

一步扩大了饮茶习俗的传播，饮茶人员数量不断增加，茶文化在城市饮食文化中的影响力日益提高。除大

城市外，高邮早在宋代时就 “当江淮孔道，商旅所出入，多以贸易茶盐为业”⑦；仪真有茶市，诗称：“灯火

分茶市，山门晚不扃。饮虹桥漱玉，筛月树摇星”⑧；丹阳有土茶，“每年二、三月间采之，风味不减武彝，

近已有收买之者”⑨；其他乌青镇、于潜县、遂安县等地俱有茶市，属基层社会的茶叶贸易中心。

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城市是全国重要的茶叶市场，无论是茶叶的销售量、消费人群，都远高于其他区域。

作为全国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运河城市大量的人口、发达的商业、文化的兴盛为茶叶的商品化与

市场化奠定了基础。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加快了外来茶的流入与聚集，同时也刺激了本土茶的种植，吸引了

大量的茶商前来经营与贸易，而茶在民众经济、生活中地位的提升，又逐渐衍生出了运河区域的茶文化，

并成为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三、茶与运河区域民众生活

明清运河区域的茶文化既是对传统茶文化的继承，同时又受大运河文化的影响，有着自身的特征。同

时茶文化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与民俗文化、信仰文化、慈善文化相结合，是一种综合性、多元化的文化。在

运河沿线诸多城市中，茶已不仅仅是一种饮品，而是与民众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社会生产密切结合，体

现了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，诸多社会性的活动与人际关系往往通过茶文化予以体现，反

映了茶文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。

运河区域的茶文化往往与地方社会风俗相联系，相互影响、相互融合，成为了节庆习俗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婚丧嫁娶是人生最重要的礼仪，在不同区域有着特定的仪式与活动，明清茶文化兴盛后，逐渐渗透到

了这些礼俗之中。明代顺天府地区的婚俗，“合婚得吉相视，留物为贽，行小茶、大茶礼，娶前一日婿备物

往女家曰催妆，新妇及门婿以马鞍置地，妇跨过曰平安妇，进房阴阳家唱催妆诗，撒诸果曰撒帐”�10，茶礼

为中国传统婚姻礼节中的重要聘礼，预示着婚姻的缔结及不可转移性，具有忠诚于婚约、信守承诺、矢志

不渝之意。明人郎瑛曾言：“种茶下子，不可移植，移植则不复生也，故女子受聘，谓之吃茶，又聘以茶为

礼者，见其从一之意”�11，实质为婚姻中的道德规范与约束，并且茶礼这一习俗在运河区域的北京、河北、

山东、江苏等地广泛流行。除婚丧嫁娶外，茶还与中国传统节庆密切结合，天津正月元旦，“长幼皆起，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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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冠设香烛，拜天地、拜祖先、拜父母以次而及，设盛馔和乐同享，各食角子取更新交子之意，亲戚乡里交

拜履新，互相请席，名曰吃年茶”①，高唐州，“正月一日举家长幼男女皆夙兴盛服，先设香烛、茶果等物列

拜于上下神祇，次具香烛、糕果、茶饭以祀其先而列拜焉，然后拜于尊长，其下各以长幼为序拜，已乃出见

乡党宗族及亲旧”②。除年节外，九月九日重阳节时，天津 “婚姻家相馈，用麦为糕，五色错杂，谓之重阳

糕。寻菊登高，饮茱萸酒、菊花茶”③，宛平县 “九月九日载酒具、茶罏、食榼，寻园榭丘阜为娱，曰登高，

麦饼嵌枣栗为花糕，父母家必迎女归，亦曰女儿节”④。在传统节庆中，茶文化已成为了礼俗文化的一部

分，与祭祀文化、节娱文化融为了一体，是民众社会实践的具体表达方式之一。

在运河沿线区域社会中，茶文化还与信仰文化、慈善文化密切相结合，不断影响着民众的精神世界与

现实生活。明清时期，庙宇、茶棚免费施茶，成为了公益事业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而这种形式往往有着特定

的时空背景与文化因素。清康熙年间，天津人侯天顺乐善好施，“天津北门外有庵，旧为施茶地，庵久废，

天顺即其地重立舍宇，夏则设饮，冬则为粥以食饿者”⑤，茶庵成为了扶危济困的重要公共空间，成为了传

播慈善文化的场地。明崇祯年间静海县当南北孔道，“车尘马足之劳，攘者旦暮，骈接于兹，其烈焰烁膚，

严飚砭骨，俾有行者难禁”⑥，为方便过往商旅，僧人晏林建茶棚供茶，同时棚内供奉弥勒佛、观音大士等

神灵，过往民众既可以虔诚的祭祀神灵，又可以饮茶解暑，有着多方面的功能与作用。清代同治年间，山

东冠县城东南二十里大里村每年四月初八日有泰山碧霞元君香火会，届时人烟辐辏，前来祭神、赶庙者甚

多，旧有茶棚一座，因年久失修，“所赖四方贤人、君子善德资助，慷慨乐施，共成义举”⑦，使茶棚得以复

建，极大方便了前来祭神、贸易者。清代吴桥县有刘姓善翁，乐善好施，造福乡里，曾建真武庙、泰山行

宫，后梦三官神降临其宅，于是与其子建三官庙，“庙凡三楹，中塑像三尊，黝垩丹碧，一时焕然称伟观焉。

周以缭垣，后为茶舍，择黄冠有道行者一人主持，给田若干亩，便祀厘岁供”⑧，庙中建有茶舍，以便于前

来祭祀的信众饮茶。清代大城县有药王庙，每年四月十五日为药王诞辰，“畿南男女进香者以亿万计，时天

气暑热，路人枯渴，求饮维艰，大城张家庄有善士陶士英、马德风、马其舆、张文彩、张林与章庄商秉恭六

人合志在樊庄立茶棚一所，恭候进香善士，乐施茶水，普结善缘”⑨，后因樊庄位置偏僻，移于同县贾村，

将茶棚进行了扩建，“盖有茶棚以来，而药王之灵以昭，善士之渴以解，大开甘露之门，遍愈沉绵之疾”�10 ，

充分体现了慈善与信仰的互动关系。

明清运河区域的茶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，其不仅仅体现于饮食、社交等方面，同时还与地方公共事务

相结合，通过修建茶庵、茶棚以方便民众，这种行为并非单纯的工程建设，而是慈善文化、信仰文化在地方

社会的传播与宣扬，有着发挥信仰彰善瘅恶、鼓励地方公共设施建设的目的。这些茶文化的资料主要分布

于运河沿线方志中，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、资料性与丰富性，是辖区内自然、历史、经济、社会研究的重要

基础资料”�11，对于研究运河沿线茶叶种植、分布、商业化、市场化具有重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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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
明清运河区域茶的分布与商品化深受交通因素的影响，便利的运河航道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业化、商

货的转输及商人的聚集。运河沿线民众种植茶叶、棉花、花生的热情逐渐提高，经济作物在民众增收中的

比例不断增大，不过即便如此，因受自然条件的影响，江南运河区域茶的种植明显高于江北运河区域，无

论在茶叶分布、茶叶种类、产量与商品化方面均具有优势。而饮茶之风的盛行及运河沿线民众生活水平的

提高，刺激了茶叶市场的兴起与繁荣，大量运河码头与商埠成为了茶叶销售与转运的基地，茶叶的交易量

非常巨大，对于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同时明清运河沿线为茶文化极其兴盛的区域，不仅

茶店、茶铺纷纷设立，而且饮茶成为了民众的日常习惯，茶文化相当浓厚，并与慈善文化、民俗文化、信仰

文化相互结合，成为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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